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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世以来钱塘江流域遗址时空分布 

特征及其与环境变化的关系 

张雅薇 曾蒙秀 章千惠 叶丹怡 羊翠婷 徐萍萍 任心雨 江润祺 李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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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师范大学 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摘 要】：钱塘江流域是中国东部早期人类活动最重要的场所之一，其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完整，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源头。目前学者广泛探索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史前人地关系，而对钱塘江流域的研究相对薄弱。基于全新

世以来考古遗址及其所处环境的资料，运用GIS 空间分析技术对遗址数据进行核密度估计、地形地貌因子提取及其

方向性分布计算等，探讨了遗址时空演变特征、规律及其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发现：(1)自然和人文因素不同程

度影响了遗址数量及其延续性，其中海平面升降、气候变化等要素显著影响钱塘江流域遗址的分布、迁移和考古学

文化演替。(2)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钱塘江流域遗址数量呈现出变形的倒“N”型，垂直空间上主要倾向分

布在高程 200m以下区域，水平空间上聚集性显著，分布中心在钱塘江干流附近；(3)钱塘江流域各时期遗址通过坡

度、坡向、距河远近等要素对环境变迁进行响应，遗址主要分布于坡度为 0°～7°、坡向为 90°～180°、濒河距

离小于 7km 的区域。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对水资源依赖度增加，受自然环境限制程度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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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地关系是环境考古研究的核心内容，而探究考古学文化演变与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点之一。通过揭

示遗址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能够获得史前的人地关系等方面的详细信息[1]。例如通过对印度 Midnapur 地区东部和西

部的土壤环境与考古遗址的空间分布格局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不同时期聚落分布具有地域性差异[2],气候变化对印度中北部史前

遗址的迁移和分布也具有重要影响
[3]
。在国内，西安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与海拔高程、坡度、坡向、离水距

离四种环境因子密切相关[4];晚更新世—全新世峨嵋台地的人类聚落分布及演变与自然环境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5]。因此，

开展遗址分布与地形地貌等环境要素的关系研究，有助于从时空演变的角度认识过去的地球表层系统，为现今如何协调人地关

系提供借鉴。然而，目前针对遗址时空分布的研究多集中于黄河流域[6,7,8]、长江流域[9,10,11]、青藏高原[12,13,14]等区域，而对位于中

国东部的钱塘江流域的研究较为薄弱。 

钱塘江流域是中国东部人类活动最重要的场所之一，也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钱塘江流域经济发展历史悠久且产

业发达，遗址分布众多[15],人地关系矛盾较为突出，是研究地理环境要素与人类社会互动关系的理想地带，也是探究生态文明演

进过程的重要场所。近年来，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良渚文化等史前文化的遗址被不断发掘，钱塘江流域已经初步建立起完整

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15]。然而，针对钱塘江流域的环境考古研究，多集中于新石器时代某类考古学文化[16,17]或单一典型遗

址的考古地层学研究[18,19,20]或某时间段内考古学文化演化的自然环境背景方面[21],对钱塘江流域整个考古学文化演变过程及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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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要素的关系缺乏系统地探讨[22]。 

充分认识长时间尺度上地形等环境要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能为区域空间发展和规划提供参考依据，这对人类活动密集区，

如钱塘江流域具有重要意义。GIS 空间分析是研究遗址时空演变和聚落考古的有效技术手段[23],能帮助分析文化的传承轨迹和古

环境演变规律，为理解和发现人类文化遗产的形成和演变过程、考古学文化发展通道变迁提供科学手段，并能为历史文化遗址的

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科学依据。本文基于 GIS空间分析方法以及环境考古研究体系，在钱塘江流域气候条件、海平面升降等环境

变迁的大背景下，探讨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址的时空分布特征及考古学文化演变的原因，以期更好地了解现在

和预测未来。 

1 研究区自然概况及考古学文化演变序列 

1.1 研究区自然背景 

钱塘江流域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图 1a),介于 117°37′E～121°52′E、28°10′N～30°48′N 之间，跨越安徽、浙江、江

西和福建 4省(图 1b),流域面积为 55491km
2
,其中浙江省44467km

2
,主流长 609km

[24]
,分属杭州、绍兴、金华、衢州、丽水 5个市，

27 个县(市、区)。钱塘江是浙江省流域面积最大、长度最长、水量最大的河流，是浙江省的母亲河。钱塘江北源为新安江，南

源为马金溪，上游为新安江、中游为富春江、下游为钱塘江，经杭州湾注入东海。在浙江省境内，钱塘江水系流域面积 100km2以

上的支流有 123 条，其中一级支流 51条，二级支流 46条，三级支流 23条，四级支流 3条[25],重要支流有兰江、婺江、分水江、

浦阳江、曹娥江等。 

钱塘江流域整体呈西高东低之势(图 1b),除东北角入海口地区外均由中、低山构成的分水岭包围；地貌形态主要有山地、盆

地和平原三大类，河谷盆地散布[26]。山地丘陵面积占总面积的70%左右，是流域内地形的主要类型，主要包括白际山地、黄山山

地、仙霞岭山地等。平原主要包括杭嘉湖平原、三北平原、萧绍平原等，而盆地主要包括常山盆地、金衢盆地、新峰盆地等。流

域内土壤类型多样，主要以红壤、黄壤和水稻土为主[26]。流域处于中国东部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区域，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

均降水量 1600mm,其中 6～7月降水量在 800mm 左右，占总降水量的 50%,年平均温度 17℃[27]。 

 

图 1钱塘江流域的自然环境背景 

1.2 考古学文化演变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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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拥有极富地域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先后孕育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上山文化

(11400～8500cal.aBP)和跨湖桥文化(8000～7000cal.aBP),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马家浜文化(7000～5800cal.aBP)—河姆渡文化

(7000～5300cal.aBP)—崧泽文化(5800～5300cal.aBP)及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良渚文化(5300～4200cal.aBP)—钱山漾文化

(4200～4000cal.aBP)—马桥文化(3900～3200cal.aBP)[28]。各考古学文化前后相续，存在源流关系，但受到区域外文化的冲击与

交流，谱系关系的具体内涵相对复杂[22]。 

钱塘江流域已知距今最早的考古学文化是上山文化，其是跨湖桥文化的直接源头，两文化间存在相对紧密的年代衔接[22]。跨

湖桥文化主要是本土的上山文化与东向挺进长江下游的彭头山文化相互交融发展形成[29]。新石器时代中期，被誉为“江南文化

之源”的马家浜文化[30]成为钱塘江流域的主要文化。随后崧泽文化时期遗址出土的器物形态与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具有相似性，

两个考古学文化一脉相承
[31]
。此外，在考古过程中发现作为与马家浜文化地域接近、长期并存的河姆渡文化，继承了跨湖桥文化

的许多因素，但又接受了来自以淮河下游地区为主体的北部新石器文化的直接影响[22]。新石器时代晚期良渚文化成为流域的主

流文化，是以大玉制器物、黑陶、先进的犁耕农业工具等为特征的文化[32]。其后出现的钱山漾文化在主体上继承了良渚文化，好

川文化则是良渚文化族群向西南扩展，在好川建立聚落并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而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面貌[33]。夏商时期的

文化为良渚文化晚期、良渚—钱山漾文化过渡期和马桥文化等。其中马桥文化的主要来源是浙闽地区的肩头弄文化遗存单元，在

良渚文化末期进入钱塘江流域，融合了部分良渚文化和夏商文化遗留因素
[34]

。而这时期的钱山漾文化
[35]

在继承了良渚文化的同

时也与外来文化(大汶口文化)存在交集，晚期则延续至马桥文化时期。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材料与数据来源 

钱塘江流域范围划分依照浙江省水利厅对钱塘江流域的规划范围图进行矢量化、裁剪及空间配准等处理得到，其地形数据

来自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其中利用 ArcGIS软件进行拼接裁剪，能获得研究区的地形地貌要素

特征，再进行重分类，制作分层设色图。 

考古遗址点的数据资料主要来自于《中国文物地图集·浙江分册》、中国社会科学网统一检索服务平台、国内外文献资料等，

最终建立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各时期遗址点数据库，包括名称、地理位置、年代、文化层特征等方面信息，并得到整个

研究区内古文化遗址的文化编年体系。由于新石器时代及夏商时期距今较为久远且受限于绝对测年的数量较少，大部分遗址的

年代数据只能根据其地质年代或考古年代存续的最大值进行确定。 

2.2 研究方法 

利用 ArcGIS 软件，观察遗址点的分布特征并结合地形、河流数据，提取高程、坡向、坡度等要素的数据，生成钱塘江流域

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各时期遗址点在海拔高程、坡向等底图上的分布图。通过邻域分析获取遗址点离河流的最短距离，基于缓冲区

分析探讨遗址分布与河流的关系，结合核密度分析和方向性分布等了解遗址点的集聚情况。再通过分析遗址数量和叠置特征，以

探讨不同时期钱塘江流域遗址文化发展是否具有继承性。具体见表 1。 

3 结果分析 

3.1 各时期遗址数量及其时间序列上的变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数目少(21 处)且集中分布在钱塘江流域中游(图 2a)。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目急剧减少至仅有 6 处，

零散分布在钱塘江流域的中下游(图 2b)。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目迅速增多到 49 处，分布范围遍及整个流域(图 2c)。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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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遗址重新缩减到 16处，并主要聚集在流域上游北部和中游南部(图 2d)。 

3.2 各时期遗址分布的地形地貌特征 

3.2.1 海拔高程 

根据等级梯度将高程分为 7级，包括 0～50、50～100、100～150、150～200、200～250、250～300、>300m。钱塘江流域新

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址空间分布范围广，大部分遗址主要分布在 250m 以下(图 3),多位于海拔较低的平原和河流谷地(图 2)。

其中在 50～100m 高程区间上分布数量最多，而在200m以上分布较少。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平均高程为 77.76m,明显高于中期遗

址平均高程(32.17m)。主要是因为新石器时代中期的遗址点数量少，分布零散，多位于河谷低地。而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高程相

对较高，平均高程达到 113.82m。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到晚期，遗址分布有向高海拔地区转移的趋势。到了夏商时期较低海

拔地区的遗址点占比增加，平均高程下降到 23.88m。 

3.2.2 坡向 

坡向除影响区域气候、生态系统外，也是影响人类居住地选择的重要因素。根据坡向的定义及规律[36],将坡向分为 9类，分

别以 45°为标准按顺时针依次划分，如 22.5°～67.5°、67.5°～112.5°、112.5°～157.5°等来指代东北、正东、东南等方

向，同时将-1°划分为平地。不同时期古文化遗址点在不同坡向上的数量及比例分布图显示(图 4),坡向以东南方向(112.5°～

157.5°)范围内遗址最多(15 处),不同时期遗址坡向分布存在差异。其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坡向以西北方向分布居多(6处);

新石器时代中期坡向以东南和正北方向分布为多；晚期以东南和正南方向偏多，分别达到 8 处和 9 处；夏商时期则以正东方向

最多(4处)。 

表 1主要统计分析方法 

方法 步骤 公式 参数含义 

数字

地形

分析 

坡度 
 

fx为 x轴方向高程变化率，fy为 y轴方向高程变化

率 

坡向 
 

地形起伏

度克里金

插值  

R 表示某一区域范围下的地形起伏度；Hmax为该范围

内的最大高程；Hmin为最小高程；μ为已知常量，

ε(s)为随机误差 

缓冲

区分

析 

距河流最

近距离 
 

di为点(xi1,yi1)与点(xi2,yi2)之间的欧氏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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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

性分

布 

圆心位置 

 

SDEx、SDEy分别表示椭圆x、y轴的长度；xi、yi代

表空间对象 i坐标(x,y)与椭圆质心 的偏离

值；tanθ表示椭圆的旋转角度 

旋转角度 

 

核密

度 
搜索半径 

 

f(x,y)为位于(x,y)位置的密度估计；n为观测数

值；h为带宽或平滑参数；d(x,xi)表示两点之间的

欧式距离 k()表示核密度函数 

叠置

系数 
空间位置 

 

a 为早期文化遗址类型；b为晚期文化遗址类型；n

为晚期文化遗址 b中存在的 a类文化遗址数量；N

为早期文化遗址 a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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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钱塘江流域不同时期遗址点分布 

注：(a)新石器时代早期(11400～7500cal.aBP);(b)新石器时代中期(7000～5300cal.aBP);(c)新石器时代晚期(5300～

4000cal.aBP);(d)夏商时期(3900～3300cal.aBP). 

 

图 3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不同高程遗址数占总遗址数的比重(%) 

3.2.3 坡度 

根据研究区的地形特点及 4 个时期遗址点的坡度变化，将坡度划分为 4 个范围，包括 0°～3°(平坡)、3°～7°(缓坡)、

7°～15°(中坡)以及>15°(陡坡)。各个坡度范围内的遗址点数量及其占比图显示(图 5a),90.2%的遗址分布在坡度小于 10°的

地区，体现出不同文化时期遗址分布对坡度选择具有倾向性。总体上随着坡度增加，位于中陡坡的聚落比例逐渐减小。其中，新

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分布的坡度有上升趋势。 

 

图 4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址不同坡向统计图 

3.3 各时期遗址分布的距河远近特征 

为更好反映各遗址点与河流的关系，对流域内水系分别进行0～1、1～2、2～5及>5km 的缓冲区分析(图 6)。发现大部分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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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位于距水源地 5km 以内范围，遗址点分布与河流水系也呈现出一定的相关性。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距钱塘江主干水系最

近的遗址出现在龙游下库遗址，距钱塘江主干水系最远的遗址出现在茂山遗址。从不同时期来看(图 5b),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

址主要分布在距河流 2～5km 范围内，占比约 50%。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主要分布在距河流 0～1km 范围内，且距离河流较远的

7km 以上也有所分布但相对分散。夏商时期遗址点则在 0～1km、2～5km 距离范围内分布较多。 

 

图 5钱塘江流域各时期不同坡度(a)和离河流距离(b)的遗址数量分布图 

3.4 各时期遗址分布重心、核密度和方向性特征 

3.4.1 核密度空间分异 

从各时期遗址的集聚情况来看(图 7),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集中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南岸，中心点位于金华市和衢州市。中期

遗址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北侧，中心点位于杭州市和绍兴市。而晚期遗址有多个中心密集区，分布在新安江、白沙江、钱清江

水系等附近，主要位于黄山市、金华市和杭州市。夏商时代遗址主要分布在钱塘江流域西北岸，集聚程度高，主要位于黄山市和

金华市。 

 

图 6钱塘江流域遗址分布与河流相关性 

3.4.2 遗址分布的方向特征 

对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的遗址进行方向性计算和分析得出(图 7),四期遗址均沿钱塘江干支流不同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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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转角度分别为 55.29°、61.84°、89.32°、101.51°。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分布呈东北—西南走向，晚期呈东西走向，

夏商时期遗址分布略向西北—东南倾斜。其中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的标准差椭圆扁率最大，方向性最为显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

址的分布方向与钱塘江流向最为接近，旋转角度最小。 

 

图 7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遗址的分布密度和方向性分布 

注：(a)新石器时代早期；(b)新石器时代中期；(c)新石器时代晚期；(d)夏商时期. 

3.5 各时期遗址分布的叠置特征 

从表 2各时期文化叠置系数来看，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及马家浜文化至崧泽文化的叠置系数较高，分别为 0.28、0.33。

崧泽—良渚文化的叠置系数最高，为 0.5。而河姆渡至良渚、良渚至夏商的文化遗址叠置系数较小，分别为 0.17 和 0.08。考虑

到钱塘江流域为文化发展的部分区域，数据量相对较少，不能完全代表该文化所有遗址的继承性，但一定程度上反映研究区部分

文化遗址的延续和继承性变化较为明显。 

表 2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文化叠置系数 

时期 文化类型 叠置系数 

新石器时代早期 上山-跨湖桥 0.28 

新石器时代中期 马家浜-崧泽 0.33 

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 崧泽-良渚 0.50 

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 河姆渡-良渚 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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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晚期-夏商时期 良渚-夏商 0.08 

 

4 讨论 

4.1 自然和人文因素对遗址数量及其延续性的影响 

钱塘江流域各时期的遗址数量变化呈现一个变形的倒“N”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数量最多而在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址数

量最少，总体上经历了萌芽阶段—繁盛阶段—衰退阶段。遗址数量特征及其延续性受到自然和人文因素的双重影响，其中自然地

理环境的影响是基础性的[37]。气候的冷暖干湿波动将引起钱塘江及其支流的水位变化，遗址数量和延续性会随着水位的变化而

扩展或收缩。同时，遗址的数量波动与河流侵蚀基准面及海平面变化也具有直接联系，而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两者的变化。当

侵蚀基准面下降时河流的侵蚀作用随之而加强，从而对遗址构成的威胁也加强。基于综合多个钻孔的孢粉记录的古气候定量重

建结果[38]、安徽南漪湖沉积物的 Rb/Sr 比值[39]、江西九龙洞石笋的δ18O 和δ13C 记录[40](图 8),皆反映全新世以来气候波动明显，

而这将影响到钱塘江流域文明的演进。早全新世气候条件由寒冷转变为温暖，人类文明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古人逐渐

掌握彩陶、栽培稻等技术，产生了最早的初级村落[41],孕育了上山文化，并成为世界稻作文化的源头。最显著特点是遗址分布变

广，密度增大(图 2a)。受限于生产力水平，新石器时代早期居住模式存在较高的流动性，采集和狩猎仍为先民重要的生活来源
[42]
。新石器时代中期对应于中全新世大暖期，年均降水量增加(图 8b),南方涛动和厄尔尼诺影响减弱

[43]
,其所带来的灾害性天气

发生频率相应减少，沿海从事捕捞业的先民能够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生活。从而遗址分布呈现向海靠近的趋势，大规模且零散分

布在环太湖地区，较少分布在钱塘江流域(图 2b)。全新世晚期气候偏干冷，海平面下降，岸线东扩，陆地面积进一步扩大，为

史前人类的生存发展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文化进入繁荣期。晚期较早阶段种植农业高度发展，特别是稻作生产水平的提升促

进了人口增长[22],良渚文化蔚然兴起。夏商时期，特别是在 4kaBP 前后夏季风衰弱明显(图 8c),期间伴随快速频繁的冷暖波动，

大降温事件是导致遗址数量锐减的主要原因(图 2d)。同时，原始居民改变生产方式，流域北部马桥文化的主要经济形态转变为

狩猎和采集活动[44],稻作农业萎缩；而南部各史前文化由于海洋经济的衰落，农业经济重新变成更为重要的生产活动。 

 

图 8全新世气候变化对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文化发展的影响 

注：(a)江西九龙洞δ18O 和δ13C 记录[40];(b)基于多组孢粉记录定量重建的长江下游地区年降水量和年均温波动曲线[39];(c)

能够指示东亚夏季风强度的 Rb/Sr 比值变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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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山文化至跨湖桥文化的叠置系数为 0.28(表 2),表明两考古学文化间具有一定的继承性，但早期文化处于萌芽阶段且气候

不稳定(图 8),先民为寻找适宜的生存环境被迫转移，使部分遗址未能得到有效延续。马家滨文化至跨湖桥文化的叠置系数为0.33,

而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的叠置系数为 0.5(表 2)。这可能是由于环境条件的相对稳定(图 8),促使遗址的延续性更为优良。河姆渡

文化时期至良渚文化时期、良渚文化时期至夏商时期的叠置系数较小，反映了绝大部分遗址可能由于局部环境条件变化、古人类

生产方式改变等使其未能继承先前遗址的区位。夏商时期遗址的文化继承性最差，除可能由于外来移民的影响促进了外来文化

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外，也与夏季风衰弱和恶化的气候条件相关(图 8),遗址继承使用的难度增加。此外，当时伴随的极端风暴事

件和高海平面导致晚期遗址大量消失，遗址难以在原来基础上发展。 

4.2 遗址在垂直和水平空间上的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垂直空间上，钱塘江流域先民偏好在海拔 200m以下选择居住地，不同时期占比分别为 95.24%、100%、84.95%、100%(图 3)。

同时，遗址集中分布在地形起伏度 0～49m 之间支流密集的谷地及山麓地带(图 6)。此类选址的偏向性既方便取水用水又能规避

泥石流、滑坡、洪水等自然灾害，除能实现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外，同时也有利于促进聚落间的文化交流和传播。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平均高程相对较低，到晚期时遗址的高程分布范围明显更高，与早中期相比有向高海拔地区转移的

趋势，夏商时期遗址高程进一步增加(图 3)。早期遗址受新构造运动和海平面持续上升的影响(图 9),岸线以较快速率大面积向

陆地方向推进，河谷低地被海水淹没，只有少量剩余的丘陵岗地成为早期人类居住的重要场所。因而遗址多分布于河流两岸地势

略高的山间盆地，以阶地面为主，距离海洋较远。大暖期鼎盛阶段的到来促使先民有目的地人工栽培水稻，而农业生产极大地受

到了地形等自然条件的影响，先民更愿意前往海拔更低距河更近的滨海平原定居(图 2d)。从考古发掘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分析

结果来看，流域下游湖沼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为原始先民从事采集和捕捞活动提供了物质基础[45]。新石器时代晚期是气候波动的

亚稳定期(图 8),强烈海潮上涌顶托造成的水灾影响频繁，人类活动范围由江湖边缘、水网密集的平原向丘陵山地等较高海拔地

区扩展，晚期遗址呈现出平均海拔高度最高的特征(图 3)。夏商时期海平面下降趋于稳定(图 9),陆地面积扩大，但为避免低洼地

区受洪水泛滥的影响，先民生活高度略微向下转移。 

 

图 9钱塘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遗址平均高程与海平面变化的关系 

水平空间上，核密度分析揭示了钱塘江流域遗址点分布呈现集聚性和地域性特征，以河谷、山间盆地为主要集中区域(图 7)。

新石器时代早期深受海侵事件影响，近海的钱塘江流域东侧易受极端天气袭扰，生存空间有限，促使遗址分布在钱塘江上游的金

衢盆地，其中部分遗址向东南分布至武义江上游河谷地区(图 7)。新石器时代中期气候稳定(图 8),遗址主要分布在钱塘江中下

游的河口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海平面上升速率降低(图 9),海水退去，河流携带大量沉积物堆积，退海成陆为人类生产生活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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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广泛空间，遗址分布向整个流域扩散，呈现出多中心分布，分布方向与钱塘江水系方向最为接近，方向性最为显著(图 7),

聚落联系可能更紧密。夏商时期因受极端气候事件影响，东部沿海地区不再适合人类居住，遗址大规模消失，剩下少量遗址成两

大中心区分布于钱塘江中上游，但分布仍较为广泛(图 7)。总之，遗址分布中心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平面变化引起的海

进人退、海退人进的动态平衡过程。 

4.3 遗址自身特征对自然环境变化的响应 

史前时期人类生产力水平较低，遗址分布及社会生产受制于自然环境。各时期遗址的坡度、坡向、距河流远近等分析结果，

能充分反映各时期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钱塘江流域位于东亚季风区，降水集中，雨季较长，选址偏向水热条件

较好且坡度适中的地区。坡度大的区域土壤储水能力差，雨季易发生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不利于开展农业生产活动。

各时期遗址的分布变化体现了先民选址对坡度具有倾向性，主要分布在坡度小于 10°的地区，约占总数的 90.2%(图 5a)。新石

器时代晚期遗址分布高程相对增高，部分先民选择在>15°的山前较陡坡居住(图 5a),生活方式以迁移农业和狩猎业为主。除海

侵和咸潮造成的影响外(图 9),也可能是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经验提升的表现。 

坡向影响山体植被、土壤、热量及采光等条件，进而影响人类活动。新石器时代早期受夏季风影响显著，温度高，降水变率

大，为避免农业生产和生活受到气候的胁迫，先民选址趋向于相对干燥凉爽的西北坡。新石器时代中期为了减弱高温高湿气候的

影响，遗址坡向较多分布于正北方向(图 4,8)。钱塘江流域内的东南坡大多为迎风坡和半阳坡，水热条件佳，因此气候更为寒冷

干燥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夏商时期，分布在光照条件偏好的东、东南和南坡方向遗址点明显增多(图 4)。 

水源地及古河道等变化也会使人类选址做出相应的响应。国内外学者通过对不同流域聚落居址的研究，普遍认为古人对住

址的选择多为依湖、河、海、泉而居
[46]
,而距海洋、河流等水体的距离则是最为直观的表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

距离河流 2～5km 范围内的河谷盆地上(图 6)。早期人们以采集经济为主要生活来源，要求人们居住靠近山区且取水便利地带。

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东亚季风强盛(图 8),河流易改道和漫溢，导致遗址距离河流偏远。晚期流域内遗址分布范围扩大，但由于气

候变化性加强，特别是气候变干、降水变率加大，使得河流水位下降，人类选择距离河流更近的 0～1km 范围内生活(图 6)。同

时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距离河流大于 7km 外的遗址数量有所增加(图 5b)。海平面上升到一定程度，地下水位相应增高，

高海拔地区取水更为便利。夏商时期由于气候不稳定处于降温期，人类选择距离河流 7km之内的生产生活区，既接近水源又不易

遭受水患灾害影响。 

5 结论 

基于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期的考古遗址数据及海平面、气候等环境背景信息，主要通过 Arc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钱塘江

流域不同时期遗址数量的变化以及高程、坡度、坡向、距河远近等地形地貌要素对遗址分布的影响及人类活动的响应，并探究各

个时期遗址分布重心、核密度、方向性及叠置性特征等。结果表明： 

(1)自然及人文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了钱塘江流域遗址延续性及考古学文化演变，以气候和海平面变化影响最为显著。从新

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其考古学文化经历了萌芽—繁盛—衰退的变化历程。 

(2)人类活动对选址具有偏向性，以高程 200m以下、坡度为0°～7°、坡向为 90°～180°内的区域为主。遗址在垂直、水

平空间上的变化及经济形态差异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对流域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的响应。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环

境因素对古人类生存的制约逐渐减弱。 

(3)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分布主要受限于大面积海侵事件，河流阶地成为先民的主要活动范围；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气候和海

平面变化均为影响聚落遗址分布的主导因素，岸线东扩，形成了一系列较为连续的由陆向海发展的文化序列，但随后的海侵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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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极端气候加速了晚期文化的衰亡；夏商时期气候恶化是影响聚落遗址分布的限制因素，大降温事件导致遗址数量锐减，人类活

动地域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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